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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６７２２４８，４１４７１４０９）和黑龙江国土厅科技项目和辽宁省创新团队（ＬＴ２０１５０１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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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 ＤＮＡ 在水土环境中的迁移归趋与水平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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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沈阳大学环境学院区域污染环境生态修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沈阳， １１００４４；
２． 沈阳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省城市有害生物治理与生态安全重点实验室， 沈阳， １１００４４；

３． 黑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０）

摘　 要　 抗性基因是与抗生素的滥用密切关联的一种新型环境污染物．ＤＮＡ 作为抗性基因的载体，其在环境

中的赋存、迁移与水平转移对于环境中抗药性的传播十分重要．基于文献，本文针对与抗药性传播密切关联的

各个环节，系统讨论了环境因子对 ＤＮＡ 分子的损伤、保护和修复等影响 ＤＮＡ 的赋存与归趋的机制，ＤＮＡ 吸

附、解吸与迁移等影响其在环境中移动性的机制，以及水平转移等引发细菌产生抗药性的机制．文末提出了值

得进一步研究的科学问题．
关键词　 ＤＮＡ， 抗性基因， 迁移， 保护， 损伤， 水平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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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ＤＮＡ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ａｔ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ＮＡ 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ａｉｒ． Ｄ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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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ＮＡ，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ｓ （ＡＲＧ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抗生素在医疗和畜禽养殖业中的滥用，产生了大量的抗药细菌和抗药基因［１⁃２］ ．污水处理厂、畜禽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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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期 赵方园等：抗性 ＤＮＡ 在水土环境中的迁移归趋与水平转移 １８０５　

殖场和市政填埋场等抗生素含量较高的地方已成为环境中抗性基因的主要来源［１，３⁃６］ ．抗性基因作为一

种新型污染物，具有一些与传统的化学类污染物不同的性质，其生物学特性决定其可以在细菌间进行传

播转移甚至是扩增［７］ ．抗性基因在环境中的停留时间较抗生素更长，而且可通过多途径传播，在不同环

境介质中迁移，其危害比抗生素更大［８］ ．抗性细菌和抗性基因在环境中的传播可能引发重大安全事件．
２０１１ 年德国爆发的“毒黄瓜”事件就由 Ｏ１０４： Ｈ４ 血清型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引起，此菌株携带有氨基糖

苷类、大环内酯类、磺胺类等抗生素的抗性基因，感染了欧洲 ９ 个国家［７］；携带耐药基因 ＮＤＭ⁃１（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ｍｅｔａｌｌｏ⁃β⁃ｌａｃｔａｍａｓｅ １，新德里金属 β 内酰胺酶⁃１）的“超级细菌”更是曾引发全球性的恐慌［９］ ．２００６ 年

Ｐｒｕｄｅｎ 等［１０］提出将抗药基因（ＡＲＧｓ）作为一种新型污染物来治理．２０１０ 年世界卫生组织［１０⁃１１］ 指出抗药基

因在环境中的产生与传播将是下个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健康挑战，需要全球性的策略应对．
在环境介质中，抗性基因具有一定的迁移特性，在一些未受抗生素直接污染的环境中抗性基因被检

测出，且其浓度逐年增加［１２⁃２０］ ．Ｐｅｉ 等［２１］在 Ｃａｃｈｅ Ｌａ Ｐｏｕｄｒｅ 河未受抗生素干扰区域发现了四环素类及磺

胺类抗性基因［２１］ ．施嘉琛等［２２］在北京榆河流域的河流中检测出 ｔｅｔ（Ｍ） 基因，并猜想这是由于抗性基因

通过水平转移在微生物间传播引起．Ｃｈｅｅｓａｎｆｏｒｄ 等［２３］在养猪场的化粪池内检测到 ８ 种编码核糖体保护

蛋白的抗四环素基因，且在距离化粪池 ２５０ ｍ 处的地下水中仍能检测出这八种抗性基因，说明这些基因

可渗滤至地下水中并随地下水迁移．Ｃｈｅｎ 等［３］ 在市政垃圾填埋场的地下水中检测出 １７１ 种抗药基因，
进一步证明基因能渗透入地下水．范长征等［２４］采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分析了湘江长沙河段中４ 种抗

性基因的赋存和丰度，发现底泥中的抗性基因丰度明显高于水中丰度．他们猜测这是基因迁移并被底泥

中的粘土或矿物质吸附造成的．
ＤＮＡ 是抗性基因的重要载体，携带抗药基因片段的自由态 ＤＮＡ 进入环境后，附着在土壤或含水层

介质表面，能够保存转化细菌的能力；环境微生物通过直接摄取这些 ＤＮＡ 发生转化，从而获得抗药性．
因此，环境中的抗性 ＤＮＡ 构成了抗药性在土壤中的传播的基因库［２５］，理解 ＤＮＡ 分子在环境中迁移与

归趋对于抗药基因的风险评价和控制十分重要．此外，抗药基因水平转移是人类致病细菌从环境中获取

抗药性的重要途径，对于抗药性在环境中的传播十分重要［３］ ．以提高对环境中抗药性的传播机制的理解

为目标，本文综述了水土环境中控制抗性 ＤＮＡ 迁移（吸附、解吸、迁移）、归趋（损伤、保护）和水平转移

等过程的环境机制，并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空白及进一步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１　 环境对 ＤＮＡ 分子的损伤机制

ＤＮＡ 结构通常分为一级结构、二级结构和三级结构［２６］ ．一级结构由脱氧核苷酸在分子内排列的顺

序，也就是 ＤＮＡ 分子内碱基的排列顺序决定，对阐明遗传物质的功能、结构以及其表达调控都极其重

要．二级结构指两条多核苷酸链反向平行盘绕产生的双螺旋结构，分左手螺旋和右手螺旋．这种双螺旋

结构很大程度上保证了 ＤＮＡ 结构的稳定性．三级结构指双螺旋进一步扭曲盘绕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空间

结构，是比双螺旋更高层次的空间构象．这种三级结构与 ＤＮＡ 的稳定性、特异性和多样性密切相关［２７］ ．
此外 ＤＮＡ 结构中的磷酸二酯键非常稳定，能使 ＤＮＡ 维持稳定的结构，但某些金属离子、化合物或酶的

胁迫可能导致 ＤＮＡ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２８］ ．
１．１　 金属离子

近年来，学者们研究了一系列金属离子对 ＤＮＡ 的损伤机理，包括稀土金属如镧系元素及其配合

物［２９⁃３０］ 以 及 Ｃｄ２＋ ［３１⁃３３］、 Ｈｇ２＋ ［３４］、 Ｃｅ４＋ ［３５］、 Ｚｎ２＋ ［３６］、 Ｃｒ６＋ ［３７，４０］、 Ｐｂ２＋ ［３２，４０］、 Ｃｕ２＋ ［４０］ 和 Ｈｇ２＋ 等［３２，３４，４１］ ．
Ｋｏｍｉｙａｍａ 等［２９⁃３０］发现镧系元素及其配合物能够切断磷酸二酯键，而被切断的低聚体 ＤＮＡ 分子两端会

有完整的磷酸基团和碱基，可以通过 ＤＮＡ 连接酶再次连接．沈鹤柏等［３５］ 研究了溶液酸碱性对铯离子

（Ｃｅ４＋）切断只有 ２６ 个碱基的单链低聚体（Ｏｌｉｇｏｍｅｒｓ）ＤＮＡ 的影响，也发现 Ｃｅ４＋可以切断 ＤＮＡ 分子．该研

究发现在酸性（ｐＨ＝ ２．５），近似中性（ｐＨ＝ ７．３）和碱性（ｐＨ ＝ ８．０）条件下，Ｃｅ４＋对 ＤＮＡ 均有切断作用，且
在近似中性条件下作用最明显（图 １ 所示）． 作者认为可能是由于 Ｃｅ４＋结合羟基形成配合物，而后羟基

作用于低聚体 ＤＮＡ 分子中的磷酸二酯键，同时磷酸二酯键也会与 Ｃｅ４＋进行配位；在酸性条件下 Ｃｅ４＋会

与磷酸二酯键中的负氧离子相互结合，促使 Ｐ—Ｏ 键的断裂［３５］ ．这些研究表明金属元素及其配合物可导

致磷酸二酯键断裂或与其形成配合物，从而损伤 ＤＮＡ．除了溶液酸碱性，金属离子浓度是影响 ＤＮＡ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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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另一个重要参数．沈鹤柏等［３５］发现被 Ｃｅ４＋离子切断的 ＤＮＡ 片段数会随着 Ｃｅ４＋离子浓度的增加而

增加［３５］ ．宋婕等［３３］用 ＲＡＰＤ 法（基于随机引物扩增多肽性法）分析了 Ｃｄ２＋对拟南芥 ＤＮＡ 的损伤，并且

基于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研究了 ＤＮＡ 损伤的修复程度．他们发现随着 Ｃｄ２＋浓度的增加，拟南芥 ＤＮＡ 的损伤

加剧．在低浓度下， Ｃｄ２＋主要引起 ＤＮＡ 序列的错配损伤，且该损伤较易于修复；随着离子浓度升高，Ｃｄ２＋

会引起 ＤＮＡ 断裂，甚至导致拟南芥染色体损伤，此种损伤较难修复［３３］ ．张来军等［４０］ 研究了 Ｃｒ６＋、Ｐｂ２＋、
Ｃｕ２＋和 Ｈｇ２＋等 ４ 种重金属对罗非鱼血细胞中 ＤＮＡ 的损伤．基于彗星电泳技术检测 ＤＮＡ 损伤程度，发现

４ 种重金属均引起了罗非鱼血细胞 ＤＮＡ 损伤，且损伤程度随重金属浓度升高而加剧．图 ２ 示了 Ｃｕ２＋损伤

ＤＮＡ 的机制：罗非鱼血细胞核的荧光强度随着 Ｃｕ２＋浓度的增强而降低，且其产生的彗星状拖尾增长，说
明随着 Ｃｕ２＋浓度的提高，ＤＮＡ 链断裂程度由轻到重，且损伤的程度随重金属 Ｃｕ２＋的浓度升高而加剧．这
些研究表明 ＤＮＡ 的损伤程度随金属离子浓度增加而加剧．但刘桂强等［３６］的研究，表明在不同浓度下，金
属离子可能对 ＤＮＡ 产生相反的效果．他们用拉曼光谱技术研究了 Ｚｎ２＋对小牛胸腺 ＤＮＡ 结构稳定性的

影响，发现高浓度时 Ｚｎ２＋会破坏 ＤＮＡ 的结构稳定性［３６］，但低浓度的 Ｚｎ２＋对 ＤＮＡ 的结构具有稳定作用．
如图 ３ 所示， 当浓度比 Ｒ（ ＝［Ｚｎ２＋］ ／ ［ＰＯ２－］）≤ ２．０ 时， １０９５．０ ｃｍ－１峰的线宽与 Ｒ 存在线性关系且随 Ｒ
值增加而增加；当 Ｒ 从 ２．０ 增加到 ２．５ 时， 线宽变化速度进一步增加．这是由于在不同的浓度下 Ｚｎ２＋与

ＤＮＡ 上不同的原子螯合，当 Ｚｎ２＋与鸟嘌呤上的氮原子和磷酸二酯键中的氧原子螯合时，产生的螯合物

可增加 ＧＣ 碱基对的氢键能使其更加稳定，而当 Ｚｎ２＋浓度增大致使 Ｒ＞２．０ 时，谱线宽度剧增，这说明当 Ｒ
超过一定值后，大量的 Ｚｎ２＋开始与 Ｃ（Ｎ３⁃Ｏ２）螯合， ＧＣ 之间的氢键被打断， ＤＮＡ 结构变得不稳定［３６］ ．
此研究说明金属离子浓度可能影响金属离子与 ＤＮＡ 不同部位作用，导致对 ＤＮＡ 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

图 １　 不同 ｐＨ 时 Ｃｅ４＋水解切断低聚体 ＤＮＡ
的电泳图谱［３５］

ａ，ｂ，ｃ，ｄ 依次为未与 Ｃｅ４＋反应（ａ）的低聚体 ＤＮＡ 以及

在 ｐＨ＝ ２．５（ｂ）、ｐＨ＝ ７．３（ｃ） 和 ｐＨ＝ ８．０（ｄ）的条件下

与 Ｃｅ４＋反应后的低聚体 ＤＮＡ

Ｆｉｇ．１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ｅｄ ｏｌｉｇｏｍｅｒｓ
ｏｆ Ｃｅ４ ＋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ｓ

ａ， ｂ， ｃ ａｎｄ 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ｒｅａｃｔｅｄ
ｏｌｉｇｏｍｅｒ ＤＮＡ （ａ） ａｎｄ ｏｌｉｇｏｍｅｒ ＤＮＡ ｒｅ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ｅ４ ＋ ａｔ ｐＨ ２．５ （ｂ）， ｐＨ７．３ （ｃ） ａｎｄ ｐＨ８．０ （ｄ） ．

图 ２　 不同浓度 Ｃｕ２＋引起罗非鱼血细胞

ＤＮＡ 受损典型彗星电泳图像（×２００） ［４０］

（注： Ａ： 空白对照组； Ｂ： １ ｍｇ·Ｌ－１； Ｃ： １０ ｍｇ·Ｌ－１；

Ｄ： １５ ｍｇ·Ｌ－１）

Ｆｉｇ．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ｅｔａｒｙ ｉｍａｇｅ （× ２００）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ｌａｐｉａ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 ＤＮＡ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２ ＋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ｎｏｔｅ：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 １ ｍｇ·Ｌ－１，
ｃ： １０ ｍｇ·Ｌ－１， ｄ： １５ ｍｇ·Ｌ－１）

在重金属离子等环境毒性物质的胁迫下，生物体有氧呼吸会产生活性氧簇（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ＯＳ）物质［４２］ ．ＲＯＳ 主要包括 Ｏ－

２、Ｈ２Ｏ２及 ＨＯ２·、·ＯＨ 等基团［４３］，这些基团会攻击 ＤＮＡ 而产生 ＤＮＡ 位点

突变、双链畸变等氧化性应激损伤［４４］，这种氧化性应激损伤甚至可以引起 ＤＮＡ 双链断裂（ＤＳＢｓ） ［４５⁃４６］，
这种双链结构的断裂被认为是 ＤＮＡ 损伤中最严重的类型［４５］ ．肖经纬等［３９］发现六价铬化合物与 Ｈ２Ｏ２共

同作用于 ＤＮＡ 产生的羟基自由基（ＯＨ·）可引起 ＤＮＡ 的断裂［３７］ 造成氧化损伤． Ｌｉａｎｇ 等［４７］ 在用定量

ＰＣＲ 技术检测 Ｈ２Ｏ２对人体 ＲＰＥ 细胞的损伤和修复中发现，相比核 ＤＮＡ 线粒体 ＤＮＡ 更容易发生氧化

损伤．线粒体 ＤＮＡ 发生损伤会影响生物体正常的呼吸作用，进一步促进 ＲＯＳ 的产生，这说明 ＲＯＳ 的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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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期 赵方园等：抗性 ＤＮＡ 在水土环境中的迁移归趋与水平转移 １８０７　

化应激损伤与 ＤＮＡ 损伤是可循环促进的［４８］ ．Ｗａｎｇ 等［４９］研究发现 ＲＯＳ 会将 ＤＮＡ 分子中的鸟嘌呤（Ｇ）
氧化成为 ８⁃氧鸟嘌呤（８⁃ＯＸＯＧ），这种 ８⁃氧鸟嘌呤将不会与胞嘧啶（Ｃ）进行配对，反倒与 Ａ 进行配对，
使 ＤＮＡ 序列中的 Ｇ 转变为 Ａ，形成错配．这种损伤机制与六价铬作用于 ＤＮＡ 产生 ８⁃羟脱氧鸟嘌呤

（８⁃ＯＨｄＧ）的机制类似，都是氧化损伤［３９］ ．

图 ３　 Ｚｎ２＋ ⁃ＤＮＡ 混合溶液的拉曼光谱线宽度随浓度比 Ｒ（ ＝［Ｚｎ２＋］ ／ ［ＰＯ２－］）的变化［３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ＷＨＭ ｏｆ ｔｈｅ Ｚｎ⁃ＤＮＡ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Ｚｎ２＋］ ／ ［ＰＯ２ －］

上述研究大都关注环境中的某一种金属元素的影响，但环境中更普遍的情况是多种金属元素共同

存在．目前，复合金属离子对 ＤＮＡ 的损伤的研究相对较少．周新文等［５０］ 研究了 Ｃｄ２＋、Ｚｎ２＋、Ｐｂ２＋、Ｃｕ２＋等

４ 种重金属混合对鲫鱼组织 ＤＮＡ 的毒性，发现 Ｃｄ２＋、Ｚｎ２＋和 Ｐｂ２＋是主要毒性成分，而 Ｃｕ２＋能降低前三者

的毒性作用．侯丽萍等［５１］研究了镉和锌对草鱼组织 ＤＮＡ 的毒性作用，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金属间

的交互作用由拮抗作用转为协同作用．胡晓磐等［３２］ 针对低剂量重金属混合物对 ＤＮＡ 的作用进行了实

验．他们选择水体中常见的 Ｃｄ、Ｚｎ、Ｐｂ 和 Ｈｇ，采用单细胞凝胶电泳方法（ＳＣＧＥ）研究了混合重金属对鲫

淋巴细胞 ＤＮＡ 的损伤效应，发现 ＤＮＡ 的损伤与重金属混合物的浓度存在一定的剂量效应关系．
１．２　 酶的作用

除了重金属，广泛存在于水⁃土壤环境中的酶也能造成 ＤＮＡ 分子的损伤［５２］ ．在贫营养和溶解碳贫乏

的环境［５３］或者当有机物和 ＤＮＡ 等生物聚合物分子量大于 ６００Ｄａ 不能直接渗透细菌膜被其吸收时［５４］，
异养细菌会分泌胞外酶（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ｅｎｚｙｍｅｓ）降解天然聚合物，帮助细菌摄取营养［５３，５５⁃５６］ ．已有文献表

明，土壤微生物是土壤酶的重要来源［５７⁃５８］ ．同时，由于地下水环境中超过 ８０％的有机物（相对总有机物）
是大分子且通常处于贫营养（ｏｌｉｇｏｔｒｏｐｈｉｃ）状态，异养微生物会产生大量胞外酶来帮助它们摄取有机物

作为新陈代谢的营养，且在一定条件下酶的浓度会随营养物的浓度增加而提高［５５，５９］ ．海口区域是海洋咸

水与河流淡水的交界带，也含有大量的胞外酶，它们的作用活性在海水区表现更强，而在淡水区却有所

下降［５９］ ．
胞外酶主要通过水解、氧化及空间结构的改变作用来破坏 ＤＮＡ 分子．磷酸酶、脱氧核糖核酸酶和限

制性内切酶对 ＤＮＡ 具有一定的损伤能力［６０］ ．酸性磷酸酶（ａｃｉｄ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可以水解有机磷底物（ＲＮＡ、
ＤＮＡ、３⁃磷酸甘油酸、磷酸己糖等）上的磷酸基团［５９⁃６１］ 并生成磷酸根离子和自由羟基．在土壤环境中，酸
性磷酸酶的活性与其存在形式有关，例如，粘土表面吸附态的酶活性远低于自由态的酶活性［６２⁃６３］ ．但由

于自由态的酶在环境中难以长存［５２］，因此土壤环境中的酶通常以与矿物颗粒或有机物胶体吸附结合的

形式存在［６４⁃６６］ ．碱性磷酸酶是海洋环境中的一种重要的酶［６７］，主要来源于细菌、浮游植物和浮游动

物［６８⁃７１］ ．由于碱性磷酸酶具有非特异性，它们可以催化所有几乎所有磷酸单酯的水解反应，生成无机磷

酸和相应的醇、酚、糖等，还可以催化磷酸基团的转移反应［６７］ ．
脱氧核糖核酸酶（ＤＮａｓｅ Ｉ，ｄｅｏｘｙ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ａｓｅ），是一种可以消化单链或双链 ＤＮＡ，产生单脱氧核苷

酸或单链或双链的寡脱氧核苷酸的核酸内切酶．Ｂｅｚａｎｉｌｌａ 等［７２］发现 ＤＮａｓｅ Ｉ 具有相对非特异性，可切断

附着在固体表面上的双链 ＤＮＡ．Ｘ 射线晶状结构显示 ＤＮａｓｅ Ｉ 粘连在 ＤＮＡ 双螺旋的小沟（Ｍｉｎｏｒ ｇｒｏｏｖｅ）
表面，与磷酸盐骨架产生交互作用，切开磷酸二酯链接．与二型内切酶（如 ＰｖｕＩＩ）不同，ＤＮａｓｅ Ｉ 的序列特

异性很小，同时，不同于外切酶，ＤＮａｓｅ Ｉ 不需要找到 ＤＮＡ 的端部［７２］ ．李铭峰［７３］ 研究耐辐射球菌所分泌



hjh
x.r

cee
s.a

c.c
n

１８０８　 环　 　 境　 　 化　 　 学 ３７ 卷

的唯一胞外核酸酶 ＤＲＢ００６７，发现其具有核酸内切酶和核酸外切酶的活性，可以切割质粒以及单链或双

链 ＤＮＡ 等．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可以为宿主抵御外来 ＤＮＡ 的侵袭．根据酶的切割特性、催化条件及是否具

有修饰性可分为 Ｉ 型、ＩＩ 型、ＩＩＩ 型三大类型［７３⁃７４］ ．Ｉ 型酶具有核酸内切酶、甲基化酶、ＡＴＰ 酶和 ＤＮＡ 解旋

酶四种活性，其内切酶的识位点和切割部位不一致，无固定的切割点，不产生特异片段［７５］ ．ＩＩ 型酶可以限

制修饰系统，分别由限制酶和修饰酶组成． ＩＩ 型限制酶需要 Ｍｇ２＋ 作为催化反应辅助因子，能识别双链

ＤＮＡ 的特定序列，一般为 ４ 至 ６ 个碱基的反转重复序列．另外，ＩＩ 型限制酶一般在识别序列内进行切割，
产生特异的 ＤＮＡ 片段［７６⁃７９］ ．ＩＩＩ 型酶和 Ｉ 型酶类似，也有甲基化功能，但无 ＡＴＰ 酶和 ＤＮＡ 解旋酶活性．此
类酶可以在 ＤＮＡ 链的特异位点切割，但切割位点在识别位点之外，一般相距几十个碱基．孙连魁等［８０］用

酶促反应的动力学和热力学法研究内切酶对环状 ＤＮＡ 分子的专一性和非专一性的结合及切割过程，发
现不论反应底物的构型如何（线状或环状），内切酶都可以相似的动力学和热力学过程对其进行结合与

切割［８０］ ．

２　 环境对 ＤＮＡ 分子的保护机制

环境中某些天然胶体颗粒（如粘土颗粒）、纳米颗粒、抗氧化剂和酶可保护 ＤＮＡ 分子抵抗环境中的

不利因素，因而有助于 ＤＮＡ 在环境中的长久赋存和传播［８１⁃８５］ ．
２．１　 天然胶体与工程纳米颗粒

插层现象［８３，８６⁃８８］和吸附作用是粘土颗粒保护 ＤＮＡ 分子免受重金属或酶等损伤的主要方式：通过粘

土矿物独特的层状结构，使 ＤＮＡ 在颗粒结构上吸附时产生插层现象［８７］；同时，粘土颗粒表面吸附重金

属及其他外源损伤因子，使其难以接触到 ＤＮＡ 分子．侯雅琨［８３］ 发现累托石可降低重金属离子 Ｃｄ２＋和

Ｈｇ２＋对鲑鱼精 ＤＮＡ（一种平均大小为 １０００ ｂｐ 的双链 ＤＮＡ 分子）的损伤，并推断这是由于鲑鱼精 ＤＮＡ
分子吸附到累托石的层间结构中，而降低了 ＤＮＡ 与水溶液中的 Ｃｄ２＋和 Ｈｇ２＋接触率．另一方面，累托石粘

土颗粒通过表面吸附这两种重金属离子降低了它们在溶液中的浓度，从而进一步减少了 Ｃｄ２＋和 Ｈｇ２＋对

鲑鱼精子 ＤＮＡ 的损害［８３］ ．侯雅琨等［８９］采用 ＣＴＡＢ（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改变累托石粘土的性质，并
研究其对鲑鱼精双链 ＤＮＡ 的吸附性能．他们发现 ＣＴＡＢ 可通过阳离子交换作用以插层方式进入累托石

粘土层间域，扩大粘土层间距，并增加了粘土的表面正电荷．改性前原土累托石对 ＤＮＡ 的吸附主要依靠

配位交换、分子引力和静电引力等作用力，而改性后累托石对 ＤＮＡ 的吸附主要依靠静电力．层间间距和

表面电荷的增加均有助于 ＤＮＡ 的吸附：改性后累托石对 ＤＮＡ 的吸附量是原累托石的 ３ 倍，且吸附稳定

性增强．吸附在粘土层间的 ＤＮＡ 受到粘土保护而不易被外界环境因素如 ｐＨ 值、离子强度、重金属和脱

氧核糖核酸酶影响．当 ｐＨ 值在 ５．０—９．０ 范围内时，ＤＮＡ 在累托石上的吸附量不随 ｐＨ 而变化，且吸附稳

定性明显增强；离子强度降低，被吸附的 ＤＮＡ 也不能被释放［８９］ ．另一方面，电解质浓度的降低会影响

ＤＮＡ 吸附层的结构，导致 ＤＮＡ 的压缩［８９］ ．粘土颗粒的插层结构也可以保护 ＤＮＡ 免受环境中的核酸酶

的损伤，提高其在环境中的赋存能力．Ｋｈａｎｎａ 等［９０］ 发现结合在蒙脱石上的枯草芽孢杆菌 ＤＮＡ 不易被

ＤＮＡ 酶降解．这些研究，提出了粘土颗粒的层状结构对 ＤＮＡ 在环境应力下长久赋存的重要性，揭示了粘

土颗粒对于环境中抗药基因传播的重要作用．
除了天然的粘土胶粒，某些工程纳米颗粒也可以保护 ＤＮＡ 不受脱氧核糖核酸酶的损伤．丁诚实

等［８４］研究了 ４ 种纳米氧化物（Ｎａｎｏ⁃Ａｌ２ Ｏ３，Ｎａｎｏ⁃ＴｉＯ２，Ｎａｎｏ⁃Ｆｅ２ Ｏ３ 和 Ｎａｎｏ⁃ＳｉＯ２）对环状质粒 ｐＢＲ３２２
ＤＮＡ 和线型 λＤＮＡ 的保护，发现这些纳米颗粒可增强两种 ＤＮＡ（线型和环形）对核酸内切酶（Ｈｉｎｄ ＩＩＩ、
Ｈｉｎｃ ＩＩ、Ｓａｌ Ｉ、Ｓｔｙ Ｉ、Ｎｃｏ Ｉ、Ｎｄｅ Ｉ） 和非限制性内切酶 ＤＮａｓｅ Ｉ 的防御，保护效果从强到弱依次为：
Ｎａｎｏ⁃Ａｌ２Ｏ３＞Ｎａｎｏ⁃ Ｆｅ２Ｏ３＞Ｎａｎｏ⁃ ＴｉＯ２＞Ｎａｎｏ⁃ＳｉＯ２ ．他们认为这是由于 ＤＮＡ 分子以紧密压缩折叠的形态缠

绕在金属纳米颗粒上，导致 ＤＮＡ 分子中的节点和突起不再明显，核酸酶的作用位点变得隐蔽．由于不同

的金属纳米颗粒对 ＤＮＡ 分子的静电吸引能力不同（Ｎａｎｏ⁃Ａｌ２Ｏ３＞Ｎａｎｏ⁃ Ｆｅ２Ｏ３＞Ｎａｎｏ⁃ ＴｉＯ２＞Ｎａｎｏ⁃ＳｉＯ２），
金属纳米颗粒对 ＤＮＡ 的保护作用能力也不同，且不同金属纳米颗粒对 ＤＮＡ 的保护能力与静电吸引能

力排列顺序一致．工程纳米对 ＤＮＡ 的这一保护机理，不同于天然粘土胶体的插层结构保护机理．
２．２　 抗氧化剂

环境中的抗氧化剂对于 ＤＮＡ 的氧化损伤有一定抑制作用．韩卫娟等［９１］ 研究了沉香茶对鱼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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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期 赵方园等：抗性 ＤＮＡ 在水土环境中的迁移归趋与水平转移 １８０９　

ＤＮＡ 的氧化损伤的影响，发现沉香茶所含的黄酮类物质对于 ＤＮＡ 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黄酮类化合物

可以被氧化为醌类物质，这种化学特性使其具备抗氧化的特性．黄酮类物质除了可以阻断自由基链的传

链过程还可以经由单电子转移的方式直接清除羟基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等自由基．除了黄酮类化合物

以外，维生素也是环境中常见的抗氧化剂．范丽君等［８１］ 采用单细胞凝胶电泳技术和 ＣＡＳＰ 软件测试了

３ 种抗氧化剂：维生素 Ｃ（Ｖｃ）、维生素 Ｅ（Ｖｅ）和 Ｚｎ２ＳＯ４对河蟹精子 ＤＮＡ 抵抗氯化镉损害的效果［８１］，发
现上述 ３ 种抗氧化保护剂均对 ＤＮＡ 具有一定的保护效果，其中 Ｖｅ 和 Ｚｎ２＋的保护作用随浓度的增加而

增强． 而 Ｖｃ 既具有抗氧化性又具有促氧化性作用，抗氧化或促氧化作用的产生主要取决于 Ｖｃ 的浓

度［９２］ ．在一定范围的低浓度条件下，Ｖｃ 的保护作用随其浓度增加而加强，这是由于 Ｖｃ 可以清除生物体

内的超氧化物、羟自由基、过氧化氢、过氧自由基和单线态氧［８１］ ．Ｖｅ 除了具有阻止自由基形成的作用外，
还可抑制由细胞内氧化应激诱发的核酸内切酶的激活，并通过提高损伤 ＤＮＡ 的清除率而增强损伤 ＤＮＡ
的修复能力［９３］ ．锌可与一些过氧化剂发生螯合作用，从而控制过氧化作用，最终降低了河蟹精子 ＤＮＡ 的

损伤程度［８１］ ．一些蛋白质水解物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剂，对 ＤＮＡ 的氧化损伤也有保护作用．赵磊等［９４］ 等

研究了大豆分离蛋白和鹿茸蛋白对过氧化氢（Ｈ２Ｏ２）胁迫下 ｐＢＲ３２２ 质粒化的保护作用．他们发现两种

蛋白质水解物对 ｐＢＲ３２２ 质粒均有保护作用，且大豆分离蛋白具有更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保护离体

ＤＮＡ 免受自由基诱导的氧化损伤．
２．３　 酶效应

环境中某些胞外酶，对 ＤＮＡ 也具有保护或修复效果．胞外酶主要通过抑制 ＤＮＡ 的氧化、水解以及

运载 ＤＮＡ 来保护其免受破坏［８２，９５⁃９６］ ．抗氧化酶系中的过氧化氢酶（ＣＡＴ）和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谷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ＧＰｘ）被称作氧化物清除剂，可通过去除过氧化氢和自由基氧等机制来抑制环境

ＤＮＡ 的氧化以及 ＤＮＡ 链的断裂［９５⁃９６］ ．王玉林等［８２］ 发现激酶（属于磷酸化酶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ｓｅ）可以利用能

量分子（如 ＡＴＰ）将磷酸基团加到对应底物分子上，以无机酸磷酸作为磷酸基团供体，从而抑制水解作

用．除了保护，某些酶还具备 ＤＮＡ 修复功能．Ｆｏｊｔａ 等［８５］总结了 ＤＮＡ 修复酶对核碱基受损的 ＤＮＡ 的修复

机制，这包括酶对 ＤＮＡ 损伤处的识别，通过催化反应去除 ＤＮＡ 的受损部位，以及重建 ＤＮＡ 双螺旋．这些

酶包括脱氧核糖核酸（Ｎ⁃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ｓｅｓ）去除受损的核碱基（Ｎｕｃｌｅｏｂａｓｅ），内切核酸酶（Ｅｎｄｏｎｕｃｌｅａｓｅｓ）断裂

双链，核酸外切酶（Ｅｘｏｎｕｃｌｅａｓｅｓ）去除与损伤部位相邻的部分 ＤＮＡ 链，聚合酶（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ｓ）重新合成核

酸外切酶消化（Ｄｉｇｅｓｔｅｄ）的片段，连接酶（Ｌｉｇａｓｅｓ）封闭 ＳＳＢ 完成修复程序． ＤＮＡ 修复过程是一个通过内

切酶、ＤＮＡ 聚合酶和连接酶共同作用的过程．但是由于酶对 ＤＮＡ 切除的位点不同或连接的位点不同，使
得修复后的 ＤＮＡ 片段的遗传信息可能有所改变．

３　 环境介质中 ＤＮＡ 的迁移过程

３．１　 吸附

ＤＮＡ 在饱和多孔介质表面的吸附过程已有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吸附强度与 ＤＮＡ 分子尺寸、形
状和表面物理化学性质、ｐＨ、离子强度和离子价态、多孔介质粒径及化学组分等因素相关［９７⁃９８］ ．研究表

明 ｐＨ 的升高会减少 ＤＮＡ 在土壤和矿物介质表面的吸附［４６，８８，９０］ ．来自枯草芽孢杆菌的 ＤＮＡ 在蒙脱土矿

物上的吸附量在 ｐＨ 值为 １．０ 时达到最大，在 ｐＨ 值为 ９．０ 时最少［９０］，其整体趋势为吸附量随着 ｐＨ 的升

高而降低．王慎阳等［８８］研究鲑鱼精子 ＤＮＡ 在蒙脱土、高岭土和针铁矿上的吸附，发现了类似的规律，即
在 ｐＨ 值为 ３．５ 时，高岭土对鲑鱼精子 ＤＮＡ 的吸附率大约为 ９０％，而在 ｐＨ 值为 ６—７ 时，吸附率降至

１８％—５０％．王志刚等［９９］又将源自黑龙江省克山县的黑土制成有机胶体和无机胶体，探究了鲑鱼精 ＤＮＡ
在不同 ｐＨ 条件下在黑土胶体上的吸附和解吸过程机制，发现黑土胶体表面的 ＤＮＡ 吸附量也随着 ｐＨ
值的上升而降低（图 ４）．Ｓａｅｋｉ 等［１００］研究鲑鱼精 ＤＮＡ 在铝英石上的吸附作用时，也发现了相似的作用．
他们发现当体系的 ｐＨ 值在 ３—９ 之间时，随着 ｐＨ 的升高 ＤＮＡ 在铝英石表面的吸附量不断下降．由于

ＤＮＡ 的等电位点约为 ５，所以 ＤＮＡ 在 ｐＨ ＜ ５ 时，表面带正电荷，而当 ｐＨ ＞ ５ 的时候，ＤＮＡ 的磷酸基团

会发生去质子化而使 ＤＮＡ 带负电［９９］ ．因此，低 ｐＨ 促进 ＤＮＡ 与吸附面之间的静电吸附，被认为是导致

ＤＮＡ 吸附量增加的原因［８８，９９，１０１］ ．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ｐＨ 可以通过调控吸附介质面的电荷数量和类

型，从而改变 ＤＮＡ 与介质面间的双电荷交互作用，控制 ＤＮＡ 的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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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ｐＨ 对 ＤＮＡ 在黑土胶体表面吸附的影响［１０３］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Ｈ ｏｎ ＤＮＡ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ｌａｃｋ ｓｏｉｌ ｃｏｌｌｏｉｄｓ
（ＣＯＣ ａｎｄ ＣＩＣ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ｂｌａｃｋ ｓｏｉｌ ｃｏｌｌｏｉｄ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ｎｏ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离子强度和离子价态对 ＤＮＡ 吸附也有着重要影响，在一定的阳离子浓度范围内，ＤＮＡ 在多孔介质

上的吸附量与离子浓度成正相关性．Ｓａｅｋｉ 等［１００］ 研究鲑鱼精子 ＤＮＡ 在水铝英石表面的吸附，发现离子

强度（ＮａＣｌ 溶液）在 ０．１—４ ｍｏｌ·Ｌ－１范围内时，ＤＮＡ 在水铝英石表面的吸附量随离子强度增加而增加．廖
敏等［１０２］研究了鲑鱼精 ＤＮＡ 在红壤胶体表面的吸附，发现在一定离子强度范围内（ＮａＣｌ ＜ ６０ ｍｍｏｌ·Ｌ－１，
ＣａＣｌ２＜ １０ ｍｍｏｌ·Ｌ－１），ＤＮＡ 的吸附量也随离子强度的增大而增加，这与 Ｓａｅｋｉ 等的研究结果一致．离子

价态不同，对 ＤＮＡ 吸附的作用也不相同．Ｆｒａｎｃｈｉ 等［１０３］比较了 Ｎａ＋、Ｃａ２＋和 Ｍｇ２＋等 ３ 种阳离子对 ＤＮＡ 吸

附的影响，发现二价阳离子介导 ＤＮＡ 的吸附比单价阳离子更有效．廖敏等［１０２］ 也发现了类似规律，即钙

离子相比钠离子对 ＤＮＡ 吸附的促进作用更强，说明阳离子价态越高对 ＤＮＡ 吸附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而
有机阴离子的浓度升高会抑制 ＤＮＡ 的吸附［１０２］ ． Ｓａｅｋｉ 等［１００］ 发现在 ＮａＣｌ 溶液中，当离子强度为

０．１—０．５ ｍｏｌ·Ｌ－１时，鲑鱼精 ＤＮＡ 在铝英石上的吸附量受离子强度的影响很小，但添加磷酸氢钠以后，
ＤＮＡ 在铝英石表面的吸附作用减弱，这说明 ＤＮＡ 分子与磷酸根离子间存在竞争吸附．Ｃａｉ 等［９８］ 的研究

验证了此猜想，他们比较了不同离子类型对鲑鱼精 ＤＮＡ 吸附的影响，发现磷酸盐、柠檬酸盐和酒石酸盐

会占据鲑鱼精 ＤＮＡ 的吸附点位而抑制 ＤＮＡ 的吸附，其影响程度从强到弱依次为磷酸盐＞柠檬酸盐＞酒
石酸盐．Ｓａｅｋｉ 等［１０４］认为 ＤＮＡ 通过两种作用方式吸附在铝英石表面：一是 ＤＮＡ 分子中的磷酸基团直接

与铝英石中的氧化铝的羟基基团结合，另外一种方式是 ＤＮＡ 和表面带负电的铝英石之间通过无机阳离

子形成键桥而吸附在铝英石表面［１００］ ．Ｒｏｍａｎｏｗｓｋｉ 等［１０５］认为质粒分子主要通过静电力和阳离子键桥作

用吸附到矿物质表面且在环境中阳离子键桥的作用主导质粒的吸附．上述研究一致表明，高价态阳离子

键桥效率更高，从而促进 ＤＮＡ 吸附；而阴离子与 ＤＮＡ 的磷酸基团竞争吸附点位，从而抑制 ＤＮＡ 的吸附．
除了水化学环境，吸附界面的物理化学特征，如粒径和组分等，也会影响 ＤＮＡ 的吸附效率． Ｃａｉ

等［１０１］研究了鲑鱼精 ＤＮＡ 在不同粘土矿物表面的吸附，发现吸附量依次减小，其顺序为：蒙脱石＞细无

机粘土＞细有机粘土＞高岭土＞粗无机粘土＞粗有机粘土．他们发现静电作用主导有机粘土和蒙脱石上的

ＤＮＡ 吸附，带负电的 ＤＮＡ 与有机粘土之间的静电排斥力较高因而比在无机粘土上吸附更困难［１０１］ ．Ｃａｉ
等［１０６］研究了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和恶臭假单胞菌）对鲑鱼精子 ＤＮＡ 在不同矿物（蒙脱土、高岭石和

针铁矿上）表面吸附的影响．他们发现苏云金芽孢杆菌可促进 ＤＮＡ 在有机粘土上的吸附，而恶臭假单胞

菌则降低了 ＤＮＡ 在高岭石和针铁矿上的吸附，并猜想这是因为恶臭假单胞菌细胞表面的脂多糖等大分

子物质与矿物表面的 ＤＮＡ 分子竞争吸附点位造成．Ｃａｉ 等［１０６］ 认为静电力和配体交换是鲑鱼精子 ＤＮＡ
吸附在细菌、蒙脱土和针铁矿上的主要动力，其中配体交换是针铁矿吸附鲑鱼精子 ＤＮＡ 的主要方式；与
高岭石和针铁矿相比，静电力对蒙脱石和有机粘土吸附 ＤＮＡ 的作用更明显，而疏水力与氢键等作用力

可能对 ＤＮＡ 在高岭石上的吸附更重要．
ＤＮＡ 自身的结构和性质也会影响其在环境介质面上的吸附能力．Ｆｒａｎｃｈｉ 等［１０３］发现单链 ＤＮＡ 需要

更高的阳离子浓度才可达到与双链 ＤＮＡ 相同程度的吸附量．Ｒｏｍａｎｏｗｓｋｉ 等［１０５］发现超螺旋质粒 ＤＮＡ 在

砂上的吸附量要略小于线性化或开放的环状质粒 ＤＮＡ．他们认为，这是由于超螺旋质粒表面电荷的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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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比开放的环状质粒分子低，而且其分子构型的灵活性较开放的环状质粒更差，可以更好地克服空间位

阻，所以吸附量较少．Ｐｉｅｔｒａｍｅｌｌａｒａ 等［１０７］发现在 Ｃａ⁃蒙脱土胶体和 Ｃａ⁃高岭土胶体两种吸附面上，分子量

低的 ＤＮＡ 吸附能力更强，认为这是由于分子量较高的 ＤＮＡ 分子会占据更多的吸附位点．
对 ＤＮＡ 解吸过程的研究相对吸附研究较少．王慎阳等［９１］研究了两种解吸剂（ＮａＯＡｃ 和 ＮＡＨ２ＰＯ４）

对 ３ 种黏土胶体表面（针铁矿、蒙脱石和高岭土）上的鲑鱼精 ＤＮＡ 的解吸效果（图 ５）．他们发现，ＮａＯＡｃ
基本不引起针铁矿表面的 ＤＮＡ 解吸，但对蒙脱土和高岭土上的 ＤＮＡ 会产生较好的解吸效果，且这一效

果受 ｐＨ 的影响较大．当以 ＮａＨ２ＰＯ４为解吸剂时，针铁矿吸附的 ＤＮＡ 解吸率较高，且 ｐＨ＝ ３．０ 和 ｐＨ＝ ５．０
时，蒙脱土和高岭土的解吸率差异均不大，在 ｐＨ ＝ ７．０ 时两者解吸率稍有差异．作者认为这一差异是由

于两种解吸剂的作用机制不同产生，ＮａＯＡｃ 通过静电引力促使吸附在胶体上的 ＤＮＡ 分子解吸，而
ＮａＨ２ＰＯ４以 ８ 配位体交换促进胶体上的 ＤＮＡ 解吸［１０１，１０４，１０７］ ．在 ｐＨ ＜ ５．０ 时，蒙脱土和高岭土上 ＤＮＡ 吸

附主要是通过静电吸附，因此 ＮａＯＡｃ 的静电效应对蒙脱土和高岭土上 ＤＮＡ 的解吸产生差异不大；而在

ｐＨ＝ ７．０ 时，蒙脱土上约 ６３％ 的 ＤＮＡ 吸附是静电力的吸附作用，在高岭土上的静电吸附比率约为

３０％，因此在高 ｐＨ 条件下，ＮａＯＡｃ 的静电效应对于两种粘土上 ＤＮＡ 的解吸效率不同．Ｃｒｅｃｃｈｉｏ 等［１０８］研

究了枯草芽孢杆菌 ＤＮＡ 在蒙脱石⁃腐殖酸与 Ａｌ 或 Ｆｅ 羟基聚合物形成的络合物（Ａｌ⁃Ｍ⁃ＨＡ 或 Ｆｅ⁃Ｍ⁃ＨＡ）
上的吸附、解吸过程，发现 ｐＨ 值在 ３—１０ 区间内，ＤＮＡ 在 Ａｌ⁃Ｍ⁃ＨＡ 上的吸附水平比在 Ｆｅ⁃Ｍ⁃ＨＡ 上高，
且在聚合物表面会形成一些配合物，形成配合物的这部分 ＤＮＡ 难以解吸．

图 ５　 不同解吸剂对矿物吸附 ＤＮＡ 的解析率（ＮａＣｌ 电解质） ［９１］

Ｆｉｇ．５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ＮＡ ｆｒｏｍ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ｏｌｉｄ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ｓｏｒｂｅｎｔｓ （ＮａＣ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３．２　 迁移

携带抗药基因的质粒在多孔介质中的迁移是造成环境中抗药性传播的重要过程，但目前对质粒在

多孔介质中的迁移研究相当有限［１０９］ ．Ｐｏｔｅ 等［１１０］ 用携带抗药基因的超螺旋质粒 ＤＮＡ 和线型质粒 ＤＮＡ
做模型，研究了抗药基因在饱水土柱中的迁移与转化．他们发现超螺旋质粒 ＤＮＡ 在土柱上的沉降大于

线型质粒，表明 ＤＮＡ 结构对其迁移能力有一定影响．Ｓｈｏｇｒｅｎ 等［１１１］ 尝试用传统的弥散对流模型来模拟

天然 ＤＮＡ（从鱼池中的大鳍鳞鳃太阳鱼采集的 ＤＮＡ）在砂柱中的迁移．他们发现天然的 ＤＮＡ 粒径分布

极不均匀，其中部分小粒径 ＤＮＡ 的迁移更贴近溶质迁移，而大粒径 ＤＮＡ 迁移与颗粒迁移近似．因此，传
统的 ＡＤＥ 模型（假设单一的粒径）难以准确模拟天然 ＤＮＡ 的迁移沉降过程，今后的模型开发中需要考

虑环境 ＤＮＡ 的粒径分布引起的这种溶质⁃颗粒双重性的特点因素．
Ｃｈｅｎ 等［１０９］比较了阴性表面活性剂（ＳＤＳ）和阳性表面活性剂（ＣＴＡＢ）对质粒迁移的影响，发现阴性

表面活性剂由于与质粒带同种电荷，因而难以吸附在质粒表面，对质粒迁移的影响不明显；反之，阳性表

面活性剂可以吸附在质粒表面并改变其表面电性，从而促进了质粒的沉降，该研究验证了上述猜想．
Ｒｙｓｚ 等［２５］的研究也验证了上述结论．他研究了溴化钠对携带抗四环素基因的质粒 ＤＮＡ 在饱和多孔介

质（氧化锆⁃二氧化硅珠）中的迁移规律，发现钠离子通过吸附在氧化锆⁃二氧化硅珠表面并改变其表面

的电性，可以降低 ＤＮＡ（带负电）与氧化锆⁃二氧化硅珠表面的静电排斥，增强 ＤＮＡ 在柱内的过滤，并延

迟 ＤＮＡ 流出柱子的时间．反之，若先注射质粒 ＤＮＡ 再注射溴化钠溶液，则由于多孔介质对质粒 ＤＮＡ 的

尺寸排除（ｓｉｚ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效应以及质粒 ＤＮＡ 与介质表面的强静电排斥作用，质粒 ＤＮＡ 会比溴化钠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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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柱子．这一研究也表明地下水或者土壤环境化学性质的改变均可影响抗性质粒在环境中的迁移．而
且工程质粒与土著质粒在迁移上没有本质区别．最近，Ｃｈｅｎ 等［１０９］通过砂柱实验研究了 ８ 种具有抗药性

的工程质粒（ｐＵＣ１８， ｐＢｌｕｅＳｃｒｉｐｔ ＩＩ ＳＫ（＋）， ｐＢＲ３２２， ｐＦａｓｔＢａｃ ＨＴ Ａ， ｐＢＡＢＥ⁃Ｐｕｒｏ， ｐｃＤＮＡ３．１（＋） ／ ｍｙｃ⁃
Ｈｉｓ Ａ， ｐｃＤＮＡ３．１（＋） ／ Ｆｌａｇ⁃Ｈｉｓ Ａ ＋ ＡＴＭ， ａｎｄ ｐＡｄＥａｓｙ⁃１） 在石英砂介质中的迁移．他们发现质粒在多孔

介质中的迁移与已被研究较多的胶体（如聚乙烯乳胶球和细菌）的迁移规律较一致，能迁移相当长的距

离．Ｃｈｅｎ 等［１０９］进一步研究了土壤中的土著抗药质粒的迁移行为，他们从农场表土（０—５ ｃｍ）中采集了

质粒 ＤＮＡ （ｐＫ５）并比较了土著质粒与工程质粒在石英砂和天然土介质中的迁移规律，发现土著质粒与

工程质粒在石英砂和天然土中的迁移行为高度一致，这意味着工程质粒可作为土著质粒的模型来研究

各环境因素对天然质粒迁移的影响．

４　 环境中抗性基因的水平转移

抗性基因在环境中的转移分为水平转移和垂向转移两大类［１１２］ ．垂向转移的范围是在亲代和子代

间，传播范围有限［１１３］，而水平转移是抗性基因在环境中传播的重要途径［３，１１４］，这一过程中抗性基因结

合质粒、整合子、转座子等可移动遗传密码子，进入到环境微生物体内并且表达，其具体有 ３ 种方式：接
合、转化和转导［１１５］ ．本文讨论范围限于抗性基因的水平转移，分析了几种环境污染物，如抗生素、金属离

子和金属纳米颗粒对于水平转移的影响．
在畜禽养殖业中，抗生素往往与微量金属元素添加剂（如 Ｃｕ、Ｚｎ、Ａｓ）一起施用［１１６］ ．这些微量金属元

素与未被吸收的抗生素一起排泄到环境中［１１７⁃１１８］，故而畜禽废水中常常含有较高浓度的抗生素和金属

元素［４，６］ ．研究表明抗生素和重金属离子会促进抗性基因的水平转移［５，１９，１１６，１１９］ ．抗生素能够增加整合酶

和转移酶的活性，因而能促进抗性基因的水平转移［５］ ．当重金属离子浓度较高时，会对抗性基因产生定

向压力，引起抗性基因复制，并与可移动遗传密码子（如转座子和质粒等）结合进入微生物体内，从而加

剧抗性基因的抗性并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０］ ．生物体对重金属的抗性机制主要为：外排泵、酶解

毒、降低受体敏感度、细胞通透性障碍和细胞内外螯合几种方式［１２１］ ．如表 １ 所示，某些重金属和抗生素

的抗性机制类似，故在重金属抗性增加的同时，可能会产生或强化抗性基因的抗性．

表 １　 重金属和抗生素胁迫下细胞产生的抗性机制［１２０］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抗性机制 重金属 抗生素

细胞通透性障碍 Ａｓ，Ｃｕ，Ｚｎ，Ｍｎ，Ｃｏ，Ａｇ Ｃｉｐ，Ｔｅｔ，Ｃｈｌｏｒ， ß⁃ｌａｃｔａｍｓ

酶失活 Ａｓ，Ｈｇ ß⁃ｌａｃｔａｍｓ，Ｃｈｌｏｒ

外排泵 Ｃｕ，Ｃｏ，Ｚｎ，Ｎｉ，，Ａｓ Ｔｅｔ，Ｃｈｌｏｒ， ß⁃ｌａｃｔａｍｓ

胞外受体的改变 Ｈｇ，Ｚｎ，Ｃｕ Ｃｉｐ，ß⁃ｌａｃｔａｍｓ，Ｔｒｉｍ，Ｒｉｆ

螯合 Ｚｎ，Ｃｄ，Ｃｕ ＣｏｕＡ

最新研究表明，金属纳米颗粒可以促进抗性基因的水平转移［８４，１２２⁃１２３］ ．魏欣等［１２３］采用荧光定量 ＰＣＲ
方法检测分析了几种四环素抗性基因（ ｔｅｔＡ，ｔｅｔＣ，ｔｅｔＧ，ｔｅｔＭ，ｔｅｔＷ 和 ｔｅｔＸ）与第一类整合子（ ｉｎｔＩ１）在添加

有零价纳米铁的活性污泥中发生的厌氧消化过程中的变化特征，发现污泥厌氧消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减少四环素抗性基因的丰度，但是加入零价纳米铁以后抗性基因丰度反而有上升趋势，说明零价铁

对抗性基因的接合有一定促进作用．丁诚实［８４］选用带 Ｐ４ 质粒的大肠杆菌 ＨＢ１０１ 作为供体菌，以沙门氏

菌 ＭＳ１ 和大肠杆菌 Ｋ１２ 作为受体细菌构建了多重耐药质粒接合转移的模型，研究了纳米氧化铝对 ＲＰ４
质粒接合转移的影响，发现不同浓度的纳米氧化铝均可以显著促进 ＲＰ４ 质粒在两种大肠杆菌或者大肠

杆菌和沙门氏菌之间的接合转移，且纳米氧化铝浓度为 ５ ｍｍｏｌ·Ｌ－１的时候效率最明显，是空白对照组速

率的 ２００ 多倍；而大颗粒的氧化铝对 ＲＰ４ 质粒的转接没有明显作用，说明促进效果主要来源于纳米氧

化铝的纳米结构．纳米氧化铝促进耐药基因转化的可能机制如图 ６ 所示．同时，丁诚实［８４］ 还发现纳米氧

化铝可以促进耐药基因的水平转移，对 ｐＢＲ３２２ 这种较小的人工质粒和 ＲＰ４ 和 ｐＣＦ１０ 这两种大的天然

质粒均有促进效果［８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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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纳米氧化铝促进耐药基因转化的机制［８４］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ＲＧ ｂｙ ｎａｎｏ⁃Ａｌ２Ｏ３

　 　 钱迪等［１２２］研究了纳米二氧化钛（Ｎａｎｏ⁃ＴｉＯ２）对带有卡那霉素、氨苄青霉素和四环素三重抗性的质

粒 ＲＰ４ 接合转移的影响，发现 Ｎａｎｏ⁃ＴｉＯ２可以显著促进质粒 ＲＰ４ 在大肠杆菌 ＨＢ１０１ 和大肠杆菌 Ｋ１２ 之

间的接合转移，并且随着 Ｎａｎｏ⁃ＴｉＯ２的浓度的升高，这种促进作用呈现先增强而后逐渐减弱的变化趋势．
在浓度为 １ ｍｍｏｌ·Ｌ－１的时候纳米二氧化钛的促进作用最强，且为空白对照组的 １５０ 倍左右．透射电镜图

片显示 Ｎａｎｏ⁃ＴｉＯ２会对细菌细胞膜产生影响，会使细胞膜表面变得不光滑甚至会致使部分细胞膜溶解，
而大颗粒的二氧化钛并不能促进质粒的接合作用，也不会损害细胞膜，表明纳米结构产生细胞膜损伤，
可能有助于质粒的接合转移．

５　 结语和展望

抗性 ＤＮＡ 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污染物，同时具有纳米材料和生物物质的特征，在环境介质中，抗性

ＤＮＡ 的传播受吸附、沉降、迁移等物理化学过程和降解、复制、修复、水平转移、转化等生物化学过程的

共同控制．理解这些过程，有助于提升对抗药性产生和传播过程的预测和干预．本文系统综述了水土环

境中携带抗性基因片段的 ＤＮＡ 的传播过程以及影响其传播的环境因素．ＤＮＡ 的吸附沉降与迁移等界面

物理化学过程与非均一尺度且无定型的胶体材料近似，常规水化学条件如 ｐＨ 和离子强度等对其界面

过程的影响机制已基本清楚，但环境中存在着土壤胶体物质、土著微生物、有机物以及矿物质等复杂物

质，进一步的研究应致力于解释在更复杂的水文地球化学条件下，这些物质对 ＤＮＡ 吸附与迁移过程的

影响，建立控制抗药基因在环境中传播的主导环境因子．其次，复合污染协同作用对细菌产生抗药性的

影响机制尚不清楚．在胞外酶、重金属、抗生素和环境纳米材料等环境污染物单独或复合作用下，抗药基

因引起细菌产生和传播抗药性的机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其三，环境中携带抗性基因的 ＤＮＡ 往往展现

出粒径分布不均一，浓度不均匀等特点，其迁移具有溶质迁移和胶体迁移的双重特征，难以用传统的迁

移模型模拟和预测，进一步的研究建议致力于更新现有的取样、浓度分析和过程模拟工具，更好地预测

环境 ＤＮＡ 物理化学过程的关键因子，如浓度、吸附率、降解率和沉降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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